
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经济管理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水资源反退化适应性管理模式研究”(项目编号:１２ＣＧＬ０６８)的阶段性

成果ꎮ
　 　 [作者简介]周申蓓(１９７４－　 )ꎬ男ꎬ江苏盐城人ꎬ河海大学商学院副教授ꎬ博士ꎮ 主要研究方向:水资源及水工程管理ꎮ

基于联合协商的企业污染物减排模式研究

周申蓓　 齐文韬

(河海大学商学院ꎬ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１００)

　 　 [摘　 要] 　 当前我国环境问题十分严重ꎬ鼓励企业作为主体参与污染减排成为共识ꎮ 然而ꎬ我国环境行政合

同等自愿环境治理协议在实践过程中存在适用对象混乱、治理预期不确定、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以及

企业“搭乘”等问题ꎮ 在对环境行政合同的适用范围、性质、类别进行分析的基础上ꎬ利用联合确定基数确定法讨论

了合同微观层面管理型与技术型减排量确定方式和奖惩机制ꎮ 研究认为ꎬ基于联合协商的环境行政合同微观机

制ꎬ能够降低因企业利用信息优势进行欺诈的行为ꎬ了解企业实际减排成本ꎬ帮助我国构建一套适合当前环境行政

合同运行的政策体系ꎮ 因此ꎬ我国应该吸取发达国家经验ꎬ鼓励企业签订环境行政同ꎬ帮助企业实施技术改造ꎬ设
定合理的减排补贴标准ꎬ对减排企业给予一定激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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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我国的水环境问题日益突出ꎬ虽逐年增加环境

治理投入ꎬ但河流湖泊水质总体呈恶化趋势ꎬ依靠行

政方式治理环境已经陷入瓶颈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

期由于江河湖海的水质逐步变差ꎬ我国政府已经开

始着手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治理ꎬ先后对三大湖和

重要河流河段实施过专项治理ꎮ 过去 ５ 年政府每年

的环境保护财政支出平均增幅维持在 １４％以上ꎮ
然而ꎬ污染治理方式长期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

指令模式ꎬ政府的治理投入大但治理效果不显著ꎬ甚
至出现反复污染现象ꎮ 从中国水资源公报以及中国

环境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来看ꎬ太湖、滇池、巢湖三

大湖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开始重点治理至今ꎬ总体

水质依然在Ⅴ类或劣Ⅴ类之间波动ꎬ水体富营养化

问题依旧严重ꎬ并没有改善ꎮ 河流情况治理情况ꎬ
２００１ 年全国河流Ⅰ类水质河段占总评估河段的

５.０％ꎬ劣Ⅴ类水质占 １６.６％ꎻ２０１４ 年Ⅰ类水质河段

占总评估河段的 ５.９％ꎬ劣Ⅴ类水河长占 １１.７％ꎬ中
间还有恶化年份ꎬ如 ２００８ 年、２０１１ 年等ꎮ 究其原

因ꎬ政府充当了水污染治理的主体ꎬ行政指令式的治

理效果依赖于政府能力大小ꎬ并制约企业环境治理

的积极性ꎬ使得本应是治理主体企业的责任和投入

缺位ꎮ 因此ꎬ当前的单一行政治理模式已经不适应

环境治理的需求ꎬ应着力提高环境治理参与主体的

多样化和积极性(刘海英、修静、张纯洪ꎬ２０１５) [１]ꎮ

目前ꎬ在环境治理的理论和政策过程中ꎬ已经越

来越倾向于突出企业在环境治理中的责任和地位ꎮ
包括波特在内的学者均认为ꎬ在适宜的制度安排下ꎬ
企业能够主动承担环境治理责任且不会影响社会整

体的经济效益ꎮ 国内学者通过对不同行业的数据进

行分析ꎬ证明了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我

国企业创新和提高企业效益 (俞雅乖、张芳芳ꎬ

２０１６[２]ꎻ张华、王玲、魏晓平ꎬ２０１４[３]ꎻ任优生、任保

全ꎬ２０１６[４])ꎬ环境创新和绿色技术的应用有助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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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贸企业发展(何虹ꎬ２０１５[５]ꎻ贾军ꎬ２０１６[６] )ꎮ 基

于这一经济理论ꎬ由企业主动承诺减少污染的自愿

性环境协议成为环境治理的新思路ꎬ并在发达国家

率先实施并得到广泛推广ꎮ 日本是最早提出并实施

自愿性环境协议的国家ꎮ 在环境问题突出、政府治

理效果不佳、企业、政府和民众环境矛盾突出的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日本企业和政府之间创造性地引入商

业合同模式ꎬ以企业自愿性承诺减排治污换取政府

柔性管理ꎮ 到目前为止ꎬ日本政府和企业之间已经

签订了超过 ３０００ 个自愿性环境协议ꎬ使日本成为花

园岛国ꎮ 在欧洲ꎬ自愿性环境协议起初被政府用来

约束农民减少农药使用ꎬ后来推广到能源、化工等多

个产业ꎮ 在美国ꎬ自愿性环境协议最早被用来减少

企业有害物质的排放ꎬ如美国环保局的 ３３ / ５０ 计划ꎬ
其目标在于使企业到 １９９５ 年减少 ５０％的有害物质

排放ꎬ现在自愿性环境协议更多地用来控制企业温

室气体排放ꎮ 在国内ꎬ很多学者通过对波特理论和

自愿性环境协议进行研究以寻求破解国内环境困境

之道ꎮ 以命令－控制为主的行政治理模式ꎬ很难解

决政府与企业间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管理成本高

和执行力度低的问题(黄海峰、葛林ꎬ２０１４) [７]ꎬ但企

业主动减排效果要比被动减排效果好得多(王惠

娜ꎬ２０１３) [８]ꎬ两者之间的矛盾可以由自愿性环境协

议来协调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ꎬ国务院«水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中也提出ꎬ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ꎬ建立激励机

制ꎬ鼓励先进企业实现高标准排放ꎮ
自愿性环境协议也称环境行政合同ꎬ它通过企

业和政府之间自愿签订合同的方式ꎬ使得企业自愿

在环保问题上做出努力ꎬ而政府依据排放结果给予

企业一定的经济补偿或者奖励ꎮ 这种制度安排改变

了企业与政府之前不平等或对立的关系ꎬ激励了企

业的环保行为ꎬ能够充分发挥企业在环境治理过程

中的作用ꎮ 通过对比命令－控制型、环境经济型和

自愿性管制型三种环境政策的优缺点ꎬ发现自愿性

管制型环境政策的优势在于管制成本低和对企业环

境技术创新激励程度高ꎬ但是当前我国的环境行政

合同执行的明显缺点在于对环境治理效果没有明确

的预期ꎬ企业与政府之间信息不对称ꎬ以及“搭乘”
现象ꎮ 此外ꎬ类似自愿性环境协议这样的柔性管理ꎬ
自身没有强制约束力ꎬ企业不承担违约成本ꎬ在我国

管制压力不足的情况下ꎬ如果违约效益可以预期ꎬ此
时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方会毫不犹豫地违约ꎬ
这需要建立明确的法律责任或一个强有力的监管者

监督协议执行ꎮ 因此ꎬ建立合理公正的奖惩制度是

执行自愿性环境协议的关键ꎬ政府对企业的经济补

偿既是必要也是控制手段ꎬ用经济手段代替行政手

段引导、规范企业行为ꎮ 综合实践经验和理论现状ꎬ
环境行政合同推广的困难在于:(１)如何明确环境

行政合同的适用范围ꎬ即具有参与环境行政合同资

格的企业有哪些ꎻ(２)政府和企业如何界定环境行

政合同中的减排标准ꎬ从而清晰界定双方对激励和

惩罚的预期及触发机制ꎮ
二、环境行政合同的适用范围理论分析

进一步通过对企业(自利的市场主体)和政府

(社会利益的代言人)的行为分析发现ꎬ虽然企业和

政府在环境问题上存在明显的价值差异ꎬ但是在环

境行政合同的制度安排下存在共赢的基础ꎮ 如图 １
所示ꎬＭＣ 说明边际成本随着污染排放标准而提高ꎬ
ＭＰＢ 说明企业边际收益随着减排量越高而递减ꎬ
ＭＳＢ 说明社会边际收益随着污染物减排量逐步递

增ꎬ但过度投入也会增加企业和社会成本ꎮ 此时ꎬ在
没有采用环境行政合同的情况下ꎬＣ 点是企业最优

减排量ꎬ一般为法令规定的最低减排量ꎮ 法令规定

排放量以下的企业污染排放行为不适用于自愿环境

协议ꎬ企业的超额排放应该被严厉惩罚ꎮ 一般情况

下ꎬ由于环境法令的约束ꎬ企业一般会在 Ｃ 点被动

减排ꎬ目的是达到排放标准避免政府处罚ꎮ 企业很

少主动在 Ｃ 点以右主动减排ꎬ由于此时企业主动减

排会增加企业成本ꎮ Ｄ 点是社会最优减排量ꎬ也应

该是政府应该推动的最大减排量ꎮ 在采取自愿性环

图 １　 污染物减排量和边际成本与收益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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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治理协议的情况下ꎬ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鼓

励企业主动减排ꎬ这种补贴使得 ＭＣ 和 ＭＰＢ 在 ＣＤ
段的差距得以弥补ꎬ从而使得企业的减排量尽可能

靠近 Ｄ 点ꎬ达到社会最优减排量ꎮ 这为企业与政府

之间签订环境合同提供了共同的利益基础ꎮ
环境行政合同应鼓励企业在法令规定减排量的

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减排量ꎮ 环境行政合同中ꎬ企业

的排污量或减排量是与政府协商达成的ꎬ政府本着

多减排多补贴、少减排少补贴的原则ꎬ以经济手段激

励污染企业主动减少污染物的排放ꎮ 此时ꎬ有技术

性减排和暂时性减排两种情形ꎮ
(一)暂时性减排

暂时性减排是指企业临时增加了减排量而使得

生产成本沿边际成本 ＭＣ 上升(见图 ２)ꎬ从企业最

优减排量 Ａ 点右移至 Ｂ 点ꎮ 此时企业生产工艺或

技术不变ꎬ只能通过减产或增加运营成本实现减排ꎬ
企业产量和效益会出现下降ꎮ 如出于法律强制标准

暂时减排ꎬ企业无法长期在现有边际成本曲线上正

常经营而最终选择退出市场ꎮ 如果政府出于特殊目

的要求企业增加减排量ꎬ需要补贴 ＭＣ－ＭＰＢ 的差额

部分ꎬ使得企业能减少排放至社会最优排放量ꎮ 由

于我国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不健全ꎬ暂时性减排往

往是地方政府提出ꎬ不具有长期博弈关系ꎬ不利于形

成稳定的减排政策和环保法律体系ꎬ甚至滋生行政

贪腐ꎮ 因此ꎬ政府不应长期提供这种补贴ꎬ也不可与

企业因暂时性减排达成长期合同ꎮ

图 ２　 暂时性减排方案图

(二)技术性减排

管理性或技术性减排是指企业提高管理能效或

增加技术投入使 ＭＣ 整体右移(见图 ３)ꎬ此时无论

是企业最优减排量 Ａ 点还是社会最优减排量 Ｂ 点

都发生了右移ꎬ即企业的最优的减排量增加了ꎮ 达

到最优减排量时的企业边际成本并没有上升ꎬ企业

的收益是增加的ꎮ 由于技术性减排是一种长期的行

为ꎬ管理提升和技术投入后ꎬ减排效果会一直保持ꎮ
政府为确保减排目标持续提升ꎬ会采取激励措施给

予奖励ꎮ 同时ꎬ为与厂商形成长期的减排良性博弈ꎬ
政府可对这种奖励行为采用合同文本的方式予以明

确ꎬ或者采用政府采购的方式进行ꎮ

图 ３　 技术性减排方案

由于企业长期减排主要依靠规范的管理流程、
优秀的制造工艺和新技术的应用ꎬ因此在环境行政

合同中ꎬ财政提供减排的补贴应尽量使用在技术改

造上ꎬ并在合同中执行过程中形成长期政府企业合

作博弈关系ꎬ从而共建良好的减排体系ꎮ
三、合同的减排标准与奖惩机制的联合协商方

法

在环境行政合同签订过程中ꎬ政府与企业的主

要矛盾集中在排污量上ꎬ并依据减排量进行激励或

惩罚ꎮ 因此ꎬ确定合适的减排量和奖惩机制是保证

企业尽责履行合同责任的关键ꎮ
由于企业拥有运营过程中减排的信息优势ꎬ必

定会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寻求对自己最有利策略ꎬ
尽可能提升谈判地位并降低自身减排责任ꎬ或夸大

减排成本(管宏友ꎬ２０１０) [９]ꎮ 本文提出通过引入联

合确定基数法的管理理念ꎬ由政企协商制定环境行

政合同ꎮ 其方法是由企业自报减排目标ꎬ政府通过

联合协商确定奖励目标ꎬ当企业的实际完成情况越

接近自报减排目标时ꎬ企业获得的收益越大ꎮ 下面

是典型算例试算ꎬ通过算例演示更加直观地展现环

境行政合同的管理过程和管理优势ꎮ 基本规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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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企业和政府共同决定的合同协商基数 Ｃ 由企业

自报本年度污染物减排量 Ｓ 和政府要求本年度污染

物减排量 Ｄ 加权平均共同决定: Ｃ ＝ Ｓ × δ ＋ Ｄ ×

１－δ( ) ＝Ｄ＋δ Ｓ－Ｄ( ) ꎬ(０≤δ≤１)ꎮ 政府确定激励基

准值ꎬ奖励基准值可以直接为合同值ꎬ即 Ｒ＝Ｃꎬ也可

以是政府和企业协商制定的其他值ꎮ
如果企业的实际达到的污染物减排量 Ｅ 不低

于合同规定数(Ｅ≥Ｃ)ꎬ说明企业达到了合同规定的

减排要求ꎬ那么由 Ｅ－Ｒ 求得激励部分ꎬ再将激励部

分乘以 θ 奖励乘数ꎬ作为超额奖励金 Ｐ 奖励给企

业ꎬＰ ＝θ× Ｅ－Ｒ( ) ꎮ
如果企业年初的自报数 Ｓ 低于年末的实际完

成定额 Ｅꎬ那么企业会因为年初瞒报而受罚ꎬ将少报

部分乘以 μ ( 瞒报惩罚系数) 作为惩罚ꎬ罚金 Ｋ＝μ
× Ｅ－Ｓ( ) ꎮ 基于 “瞒报受罚ꎬ冒报不奖” 的原则ꎬ如
果 Ｓ>Ｅꎬ那么企业既不会得到奖励也不会受到惩罚ꎮ

最终ꎬ企业实际受到的净收益 Ｌ＝Ｐ－Ｋꎮ 如果 Ｌ
为负值ꎬ依据“只奖不罚”的原则ꎬ对企业不予处罚ꎮ

依据政府设定的合同制定规则ꎬ企业会在综合

考虑自身完成能力的前提下ꎬ提出一个最大的年初

自报数 Ｓꎮ 从而使自身利益最大化ꎮ
具体实例试算如表 １、表 ２ 所示ꎮ

　 表 １　 完成情况相同自报数不同情形下的企业净收益

企业自报数的五种情况 情形一 情形二 情形三 情形四 情形五

年初企业自报 Ｓ １２００ １０００ ９００ ８５０ ８００
政府要求 Ｄ ７００ ７００ ７００ ７００ ７００

激励基准 Ｒ＝Ｃ＝Ｄ＋δ(Ｓ－Ｄ) ９５０ ８５０ ８００ ７７５ ７５０
年终企业实际完成 Ｅ ８５０ ８５０ ８５０ ８５０ ８５０

是否完成合同 否 是 是 是 是

超基准完成部分(Ｅ－Ｒ) －１００ ０ ５０ ７５ １００
年初数与年终数差距(Ｅ－Ｓ) －３５０ －１５０ －５０ ０ ５０

超额奖励金 Ｐ ＝q(Ｅ－Ｒ) ０ ０ ２５０００ ３７５００ ５００００
罚金 Ｋ＝μ(Ｅ－Ｓ) ０ ０ １５０００ ０ １５０００
净收益 Ｌ＝Ｐ－Ｋ ０ 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７５００ ３５０００

　 表 ２　 完成情况不同自报数相同情形下的企业净收益

企业自报数的五种情况 情形一 情形二 情形三 情形四 情形五

年初企业自报 Ｓ ８５０ ８５０ ８５０ ８５０ ８５０
政府要求 Ｄ ７００ ７００ ７００ ７００ ７００

激励基准 Ｒ＝Ｃ＝Ｄ＋δ(Ｓ－Ｄ) ７７５ ７７５ ７７５ ７７５ ７７５
年终企业实际完成 Ｅ ８００ ８５０ ９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

是否完成合同 否 是 是 是 是

超基准完成部分(Ｅ－Ｒ) ２５ ７５ １２５ ２２５ ４２５
年初数与年终数差距(Ｅ－Ｓ) －５０ ０ ５０ １５０ ３５０

超额奖励金 Ｐ ＝q(Ｅ－Ｒ) ０ ３７５００ ６２５００ １１２５００ ２１２５００
罚金 Ｋ＝μ(Ｅ－Ｓ) ０ ０ １５０００ ４５０００ １０５０００
净收益 Ｌ＝Ｐ－Ｋ ０ ３７５００ ４７５００ ６７５００ １０７５００

　 　 表 １ 显示企业完成情况相同而自报不同时企业

的净收益ꎬ表 ２ 显示企业自报相同而完成情况不同

时企业的净收益ꎮ 设定企业自报权重 δ 为 ０.５ꎬ政府

要求权重∂为 ０.５ꎬ奖励系数 θ 为 ５００ꎬ惩罚系数 μ 为

３００ꎮ 表 １ 中ꎬ情形一和情形五ꎬ表 ２ 中情形一由于

净收益小于 ０ꎬ依据“只奖不罚”的原则ꎬ所以净收益

为 ０ꎮ
　 　 对比表 １ 和表 ２ꎬ可以发现:第一ꎬ当企业完成

情况一定的情况下ꎬ企业自报值越接近完成情况企

业收益越大ꎻ第二ꎬ当企业自报值一定的情况下ꎬ企
业完成情况越好(数值越大)企业收益就越大ꎮ 第

一条说明该政策能解决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

称问题ꎬ第二条说明该政策有较好的激励性ꎮ
同时ꎬ合同中应该规定ꎬ企业的自报值不应低于

上一年的自报值ꎬ同时不能低于上年完成值的

９０％ꎮ 该政策的原则是“谁进步大谁收益大”ꎬ其目

的是为了刺激减排情况差的企业减排ꎬ而不是为了

补贴减排情况好的企业ꎮ 由于企业减排不可能始终

保持高速增长ꎬ所以要求企业当年的自报值不低于

上一年的自报值ꎬ同时不能低于上年完成值的

９０％ꎬ将减排情况较好的逐步企业挤出ꎬ把政策福利

留给落后企业ꎮ 此外ꎬ本文在试验过程中发现ꎬ当满

足 θ>μ>θ×δꎬ可以保证该模型的优良性ꎮ
四、环境行政合同污染减排策略模型构建

上文中已经演示了利用政府与企业签订环境行

政合同的管理方式ꎬ由企业自主决定减排目标ꎬ与政

府减排目标按比例形成环境合同ꎬ只要企业的完成值

超过合同规定ꎬ就可以获得政府的奖励补贴ꎮ 同时ꎬ
由于规定了合同管理原则“只奖不罚”ꎬ企业即使没能

完成合同也不会受到惩罚ꎬ所以可以大大调动企业的

参与积极性ꎮ 本文为了验证企业主动减排阶段政府

补贴策略的有效性ꎬ在下文中通过模型构建和主要参

数模拟揭示环境行政合同的运作原理和影响因素ꎮ
基本模型如下:政府对参与签订环境合同、主动减少

污染物排放的企业进行补贴ꎬ补贴分为固定补贴和从

量补贴两类ꎬ补贴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企业的技术减

排 能 力ꎮ 参 与 减 排 的 企 业 有 ｎ
ｉ ＝１ꎬ２ꎬ３ꎬ􀆺􀆺ꎬｎꎬｎ≥２( ) 个ꎮ 企业 ｉ 完成减排任务的

方式有两种:一是改进工艺技术ꎬ通过调整生产工艺ꎬ
从而降低污染物的排放ꎻ二是改进管理技术ꎬ企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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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革新管理组织制度ꎬ融入减排理念从而减少企业污

染物 排 放 量 ( Ｃｈｅｎｇ Ｃ. Ｃ. Ｊ.ꎬ Ｙａｎｇ Ｃ.ꎬ Ｓｈｅｕ Ｃ.ꎬ
２０１４) [１０]ꎮ 假设企业承诺减少污染物排放量 Ｅｉꎬ依据

文献(ｄ’Ａｓｐｒｅｍｏｎｔ Ｃ.ꎬＪａｃｑｕｅｍｉｎ Ａ.ꎬ１９８８[１１]ꎻＫｅｎｎｅ￣
ｄｙ Ｐ. Ｗ.ꎬ２００２[１２])ꎬ企业工艺技术改造后的污染物减

排量为 ｅｉꎬ则工艺技术减排投入成本为 ｘｉ ＝
１
２
ξ１ｅ２

ｉ ꎬξ１

为工艺技术减排成本参数ꎻ企业通过管理技术改进而

达到的减排量为 Ｅｉ－ｅｉꎬ企业管理技术减排投入成本

为 ｙｉꎬ则其计算为 ｙｉ ＝
１
２
ξ２ Ｅｉ－ｅｉ( ) ２ꎬ其中 ξ２ 为管理

技术减排成本参数ꎮ 在我国ꎬ一般 ξｉ≥１ꎬ因为我国企

业的管理能力相对较低(程发新ꎬ２０１５) [１３]ꎮ
基于波特假说ꎬ文中设定企业在减排过程中的

收益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企业通过自身努力

获得的成本降低ꎬ效率提升的收益ꎮ 在此ꎬ本文将企

业工艺技术改进带来的收益影响系数设为 β１ｉꎬ将企

业管理技术改进带来的收益影响系数设为 β２ｉꎮ 二

是政府基于减排情况给予企业的减排奖励ꎬ包括固

定补贴和从量补贴两部分ꎬ假设固定补贴为 ｍꎬ从量

补贴为 Ｐ ＝ θ Ｅ ｉ－Ｒｉ( ) ꎮ 企业的成本包括两部分:第
一部分为企业减排投入成本ꎬｘｉ 为企业技术成本ꎬｙｉ

企业为实施管理改进的投入成本ꎻ第二部分为企业

瞒报自身减排能力的罚金ꎬＫ＝μ Ｅ ｉ－Ｓｉ( ) ꎮ
本文依据成本收益法ꎬ构建企业收益最大化函

数ꎮ 由此ꎬ可得出企业的效益函数为:
Ｌｉ ＝ｍａｘ[ｘｉ×β１ｉ－ｘｉ＋ｙｉ×β２ｉ－ｙｉ＋ｍ＋θ(Ｅ ｉ－Ｒｉ) －μ

(Ｅ ｉ－Ｓｉ)] (１)
即:

Ｌｉ ＝ｍａｘ[ １
２
ξ１ｅ２

ｉ ×β１ｉ－
１
２
ξ１ｅ２

ｉ ＋
１
２
ξ２(Ｅ ｉ －ｅｉ) ２ ×β２ｉ

－ １
２
ξ２(Ｅ ｉ－ｅｉ) ２＋ｍ＋θ(Ｅ ｉ－Ｒｉ)－μ(Ｅ ｉ－Ｓｉ)] (２)

分析式(１)可以发现ꎬ如果 β１ｉ>０ 或 β２ｉ>０ꎬ那么

从理论上 Ｌｉ是没有最大值的ꎬ意味着任何减排成本

投入都可以获得超过成本的收益ꎮ 但是ꎬ依据边际

效益递减的经济规律ꎬ企业即使在某一阶段的减排

投入可以带来实际效益ꎬ但随着减排投入的增加ꎬ其
效益递减ꎬ也不可能使企业减排效益永久性增长ꎮ

当 β１ｉ<１、β２ｉ<１ 时ꎬ为求 Ｌ 的最大值ꎬ将式(２)

对 ｅｉ 求导ꎬ令 Ｌｉ’ ｅｉ( ) 为零ꎬ得到唯一的零点ꎬ从而

可得企业最优减排量与最优减排量下的减排投入

为:

ｅｉ ＝
１(θ－μ)
ξ１(１－β１)

Ｅ ｉ ＝(θ－μ) １
(１－β１ｉ)ξ１

＋ １
(１－β２)ξ２

é

ë
êê

ù

û
úú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３)

ｘｉ ＝
１

２ξ１

θ－μ
(１－β１ｉ)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２

ｙｉ ＝
１

２ξ２

θ－μ
(１－β２ｉ)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２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４)

从式(３)、(４)的结果中可以看出ꎬ固定补贴 ｍ
对减排投入 ｘｉ、ｙｉ 以及减排成果 ｅｉ、Ｅ ｉ 并没有什么影

响ꎮ 因此ꎬ从结果而言ꎬ固定补贴并不能激励企业的

减排积极性ꎬ而 β、ξ、μ、θ 是决定减排投入 ｘｉ、ｙｉ 以

及减排结果 ｅｉ、Ｅ ｉ 关键因素ꎮ
进一步探求 μ、θ 对 Ｅ ｉ 的影响ꎬ分别求 Ｅ ｉ 关于

的 μ、θ 的一阶导ꎬ得到:
ƏＥ ｉ

Əμ
＝ － １

(１－β１ｉ)ξ１
＋ １
(１－β２ｉ)ξ２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０

ƏＥ ｉ

Əθ
＝ － １

(１－β１ｉ)ξ１
＋ １
(１－β２ｉ)ξ２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０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５)

式(５)结果说明奖励能激励企业的减排行为ꎬ
但惩罚会降低企业的减排积极性ꎮ 式(３)可以看

出ꎬｅｉ、Ｅ ｉ 中既有 μ 又有 θꎬ所以并不能从单纯一个

参数判断其对减排量的影响ꎬ令 γ ＝ θ－μ ꎬ分别求

ｅｉ、Ｅ ｉ 关于g的一阶导得到:
Əｅｉ

Əγ
＝ １
ξ１

１
(１－β１ｉ)

>０

ƏＥ ｉ

Əγ
－ １

(１－β１ｉ)ξ１
＋ １
(１－β２ｉ)ξ２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０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６)

式(６)结果说明ꎬ政府的奖惩措施对刺激企业

减排是有效果的ꎮ 当奖励力度大于惩罚力度ꎬ且二

者差值增大时ꎬ企业总体减排效果提升ꎮ
分别求 ｅｉ、Ｅ ｉ 关于 β１ｉ、β２ｉ的一阶导数:
Əｅｉ

Əβ１ｉ
＝ １
ξ１

１
(１－β１ｉ) ２>０

ƏＥ ｉ

Əβ１ｉ
＝ １
(１－β１ｉ) ２ξ１

>０

ƏＥ ｉ

Əβ１ｉ
＝ １
(１－β２ｉ) ２ξ２

>０

ì

î

í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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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７)结果说明ꎬ技术提升对企业减排能力提

升是有效果的ꎬ且其效果要明显优于 γ 对 ｅｉ、Ｅ ｉ 产

生的效果ꎮ
五、污染减排策略模型试算与灵敏度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ꎬ本文进一步对模型进行算例分

析和主要参数的灵敏度分析ꎮ 依据实际情况ꎬ设置

模拟参数如表 ３ 所示ꎬ利用软件得出在 Ｌｉ 最大化条

件下的 ｅｉ 与 Ｅ ｉꎬ考察不同的参数变化对于企业减排

量以及企业减排效益的影响ꎮ 以下参数中ꎬβ１、β２、
ξ１、ξ２ 是由企业自身的技术水平决定的ꎬ政府无法改

变ꎬ政府通过改变 μ、θ、ｍ、Ｓ 来激励企业的减排行

为ꎬ结果如表 ４ 所示ꎮ
　 表 ３ 仿真实验基本参数设置

企业 ｉ
参数

β１ β２ ξ１ ξ２ μ θ ｍ Ｒ Ｓ
１ ０.６ ０.８ １.２ １.１ ３００ 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 ６００
２ ０.６ ０.８ １.２ １.１ ３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 ６００
３ ０.７ ０.８ １.２ １.１ ３００ 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 ６００
４ ０.６ ０.８ １.２ １.１ ４００ 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 ６００
５ ０.６ ０.８ １.２ １.１ ３００ 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 １８００
６ ０.６ ０.８ １.１ １.１ ３００ 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 ６００
７ ０.６ ０.８ １.２ １.１ ３００ ５００ ０ ５００ ６００
８ ０.６ ０.８ １.２ １.１ ３００ ５００ ０ ３００ ６００

　 表 ４ 企业收益最大化条件下企业减排策略

企业 ｉ
参数

Ｌ Ｅ
１ ２７８２９６ １９８８.６
２ １６２５７６ １３２５.８
３ ３０９５４６ ２１９７
４ １７２５７６ １３２５.８
５ ６３８２９６ １９８８.６
６ ２８６８１８ ２０４５.５
７ ６２５７６ １３２５.８
８ ６２５７６ １３２５.８

　 　 表 ４ 结果显示的是八个企业在不同的参数条件

下ꎬ以总收益 Ｌ 最大为目标时的总减排量 Ｅꎬ工艺技

术减排量 ｅꎮ 由表 ４ 可以发现ꎬ不同参数对于结果

的影响是不同的ꎬ对比第 １ 组和第 ２ 组、第 ３ 组、第 ４
组、第 ６ 组数据发现ꎬ改变 β、ξ、μ、θ 时可以改变 Ｅꎬ
从而进一步改变 Ｌꎮ 但是对比第 １ 组和第 ７ 组、第 ８
组ꎬＲ 和 Ｓ 的改变不会造成 Ｅ 的改变ꎬ只会影响 Ｌ 的

变化ꎮ ｍ 的变化虽然不会对 Ｅ 的变化产生影响ꎬ但
是可以人为抬高 Ｌꎮ

在上述算例的基础上ꎬ为了完善模型ꎬ对其中部

分参数进一步分析ꎮ 以算例中 ｉ ＝ ７ 作为基准参数ꎬ
利用 Ｏｒｉｇｉｎ 绘制 ３Ｄ 图ꎬ同一色带代表相同 Ｚ 值ꎬ探

求参数之间的影响ꎮ
以 μ 为 Ｘ 轴ꎬθ 为 Ｙ 轴ꎬ图 ４ 中 Ｚ 轴为 Ｅꎬ图 ５

中 Ｚ 轴为 Ｌꎬ图 ６ 中 Ｚ 轴为 Ｚꎮ 如图 ４ 所示为一个平

面ꎬ由图 ４ 可知ꎬ同一减排量 Ｅ 可能对应多组不同

的 θ 与 μꎮ 图 ２、图 ３ 所示为一个曲面ꎬ分别表示 θ
与 μ 对 Ｌ 和 Ｚ 的影响ꎮ 观察图 ４、图 ５、图 ６ 发现ꎬ每
组 θ 和 μ 的组合都会有一个对应的 Ｅ、Ｌ、Ｚꎬ但是相

同值的 Ｅ、Ｌ、Ｚ(即同一条色带)可能对应多组不同

的 θ 和 μ 的组合ꎮ

图 ４　 θ 和 μ 对 Ｅ 的影响

图 ５　 θ 和 μ 对 Ｌ 的影响

对比图 ４ 和图 ５ꎬ当 Ｅ 取得最大值时ꎬＬ 取得最

大值ꎻ当 Ｅ 取得最小值时ꎬＬ 取得最小值ꎮ 说明不管

政府给予何种奖励与惩罚ꎬ只要 θ 和 μ 的组合确

定ꎬ企业只能通过尽可能增加减排量的前提下才能

获得更大的收益ꎮ 在同一减排量 Ｅ 的条件下ꎬ不同

的 θ 和 μ 的组合使得企业收益 Ｌ 不同ꎬ这就说明ꎬ
政府可以通过调整 θ 和 μ 的组合的方式来调整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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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减排收益ꎮ 同时ꎬ图 ４ 是平面ꎬ而图 ５ 是曲面ꎬ
说明对于减排量 Ｅ 而言ꎬθ 和 μ 的差值与 Ｅ 是呈线

性相关的ꎮ 对于 Ｌ 而言ꎬ不同的 θ 和 μ 的组合ꎬ对
其影响程度是不同的ꎬ说明 θ 和 μ 的差值与 Ｌ 之间

不是呈线性相关的ꎮ
既然是 θ 和 μ 的差值决定了 Ｅ、Ｌ 和 Ｚꎬ为什么

还要分别设置成两个指标ꎬ而不是把 θ 和 μ 合并成

一个指标呢? 这是因为 θ 和 μ 分别对应了 Ｒ 和 Ｓ
两个指标ꎮ 奖励系数和惩罚系数的设置是为了解决

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ꎬ在实际操作中

由 Ｒ 和 Ｓ 这两个指标来发挥作用ꎮ
如图 ６ 所示ꎬ以 Ｒ 为 Ｘ 轴ꎬＳ 为 Ｙ 轴ꎬＺ 为 Ｌꎬ此

时最优减排量 Ｅ 为 １３２５ꎬ图中为一个平面ꎬ虽然最

优减排量已经确定ꎬ但是由于政府的奖励基准和企

业的自报数不同ꎬ造成企业的减排收益是不同的ꎬ两
者之间可能相差几十倍ꎮ 即使在政府奖励基准确定

的条件下ꎬ企业不同的自报数也会造成企业效益相

差近十倍ꎮ 当企业的自报数超过 １３２５ 时ꎬ则企业因

为冒报而失去了获得政府补贴的资格ꎮ

图 ６　 Ｒ 和 Ｓ 对 Ｌ 的影响

这一制度设置的目的在于政府和企业的减排博

弈中ꎬ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ꎬ企业是信息

掌握方ꎬ因此企业会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而对政府

欺瞒自身的减排能力ꎮ 因此ꎬ通过这一制度设置ꎬ由
企业自己承诺减排量ꎬ同时依据“冒报不奖ꎬ瞒报惩

罚”的原则ꎬ企业达到自报减排量以后ꎬ对企业超过

减排奖励基准部分予以奖励ꎬ对减排超过承诺部分

(瞒报减排能力)予以惩罚ꎬ这使得企业只有尽可能

完成自己的承诺目标才会得到最大的奖励ꎮ

六、结论

当前我国环境问题变得十分突出ꎬ治污工作面

临时间紧、任务重的困难ꎬ在短期内仅通过依靠政府

治污来解决现有的环境污染问题是不现实的ꎮ 本文

认为ꎬ企业作为主要的污染物排放者ꎬ在环境保护中

必须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ꎬ而政府也应该创新环境

治理方式ꎬ通过经济手段来调动企业治污积极性ꎬ提
升企业减排能力ꎬ从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子转变为

从源头减少污染、治理污染ꎮ 因此ꎬ本文主要研究内

容为如何通过政府和企业签订环境行政合同的方式

来促使企业在减少污染物排放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

用ꎮ 根据研究结果ꎬ本文提出以下结论:
１.企业减排可以分为两个阶段ꎬ第一阶段是建

立在政府的排放标准基础上的企业最优排污量ꎬ第
二阶段是建立在社会总效益最大化基础上的企业最

优排污量ꎮ 从前者过渡到后者ꎬ政府必须通过给予

企业一定的经济补偿ꎬ才能促使企业减少污染物排

放ꎬ否则企业不会主动减少污染物排放ꎮ
２.通过研究表明ꎬ从长远来看ꎬ企业的减排技术

能力的提升比短期污染物减少效果要好得多ꎮ 因

此ꎬ政府应该灵活应用固定补贴和从量补贴两种补

贴方式ꎬ提高企业减排能力与减排积极性ꎮ 同时ꎬ企
业的减排投入的效率与政府的补贴和惩罚有关ꎬ政
府可以调节后两项系数来控制整个减排工作的进度

与成本ꎮ
３.基于联合协商的环境行政合同ꎬ可以打破政

府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壁垒ꎬ即使政府并不了解

企业的减排能力ꎬ政府也可以通过环境行政合同付

出较小的成本获得企业的减排信息ꎬ制定最优的减

排补贴政策ꎮ 本文模型试算表明ꎬ不论是横向还是

纵向比较ꎬ企业减排力度越大越有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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